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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正念與團隊成員交換關係之
探究──以情緒調節為中介變項

楊靜怡1

今日正念在人際效益的研究蓬勃發展，然而，有關正念與工作或任務情境下團隊成員互動關係的

研究較少。有鑑於此，本研究以國內現役官兵為對象，探究其特質正念水平與「團隊成員交換」

品質的關聯，同時驗證「認知重新評估」與「壓抑」兩項情緒調節策略的中介效果，以此增進吾

人對於正念在人際效益的影響及其內在運作機制的瞭解。本研究採線上問卷調查方式蒐集資料，

並運用多元迴歸分析和 Process bootstrapping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析。結果發現特質正念與高品
質的團隊成員交換有關。兩種情緒調節策略中只有「認知重新評估」與高品質的團隊成員交換有

關，「壓抑」策略則否。而且「認知重新評估」策略在特質正念與團隊成員交換之間的關係扮演

部分中介作用。換言之，特質正念水平較高者更可以與團隊成員建立支持且互惠的互動關係，部

分原因是他們較常使用適應性的情緒調節策略使然。本研究結果進一步闡明個人特質與高品質團

隊成員交換間的關係，證實個人的特質正念與適應性情緒調節策略和良好人際關係有關。最後，

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兩點建議，提供給相關組織團隊用以促進成員發展支持性互動關係之參考和運

用。

關鍵詞： 特質正念、情緒調節、現役官兵、團隊成員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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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兵制十人為火，共灶炊食，故稱同火者為「火伴」（教育部，2021），也就是今日俗稱的
伙伴、戰友或同儕（coworker）。不論古今，同火者間的和諧與合作關係是所有組織行動成功的憑
藉。尤其，在高度不確定、模糊與高壓情境下，如何激勵組織團隊成員發展支持性的人際關係，一
直是個備受關注的議題。
學者以為良好的人際關係，有助於降低個人在工作中的壓力與離職意願，提升工作滿意度、

幸福感與工作表現（Banks et al., 2014; Glomb et al., 2011）。Seers（1989）認為相較於組織中縱向
交流關係，團隊成員與身旁同事或夥伴之間的橫向交流，對其個人和團隊整體表現的影響則更為
深遠。依此，Seers提出「團隊成員交換」（team member exchange, TMX）的概念，用以反映團隊
成員間的互動和相互依存關係的品質。近期研究顯示高品質的 TMX對個人正向表現以及團隊運作
效能有積極性的影響，例如提高工作滿意度（Banks et al., 2014）、心理健康（Schermuly & Meyer, 
2016）、組織公民行為（Farmer et al., 2015）、降低離職率（Rutishauser & Sender, 2019）。此外，
學者也對 TMX產生的原因進行探究，Chen（2018）綜整相關文獻指出，影響高品質 TMX產生的
前導因素包括個人特質、職場友誼、對職場的知覺、對團隊的信念、與管理者的關係、團隊特質或
規模，以及管理者的領導風格、任務屬性等。事實上，即便學者強調發展高品質 TMX有其重要性，
然而目前 TMX前導因素的實證研究仍有待發展（Chen, 2018）。此外，從有限的文獻中也可以發
現，相關前導因素的研究，較少討論成員個人特質與 TMX間的關係。目前僅知個人的人際交往能
力，如人際互動的覺察、敏感度與關注（Banks et al., 2014; Seers, 1989）、情緒智商和後設認知能
力（Nonose et al., 2014）以及內控型的人格特質（安鴻瑋，2012）會影響 TMX的品質。
近年來，受到正向心理思潮的影響，學者開始重視心理優勢特質對個人身心健康和表現的影響。

「特質正念」（trait mindfulness）作為一種個人的特質優勢，也在不同領域中被廣泛研究。除了探
究正念所能產生的個人效益外，例如減緩壓力衝擊、維持身心健康、提升心理韌性、增進幸福感或
促進工作各個面向的表現等等（Bajaj et al., 2022; Donald et al., 2016; Hülsheger et al., 2013; Mesmer-
Magnus et al., 2017）；近期有越來越多學者投入正念在人際關係效益上的研究（Berry et al., 2018; 
Pratscher et al., 2018）。學者認為正念強調的專注、不評判地接受和去自我中心化的特質，有助於
增進人際互動品質（Brown & Ryan, 2003; Brown et al., 2007），始開啟正念在人際關係效益上的研究。
不過，Eby等人（2020）在一篇回顧「正念與關係」的文章中指出，相較於親密關係或親子關係領
域的研究成果，工作場域的正念與關係研究尚嫌不足。有限的研究顯示員工的「特質正念」在調節
職場情緒上扮演關鍵角色（Long & Christian, 2015; Thoroughgood et al., 2020）；此外，正念水平越
高的員工表現出較多的合作取向（Kay & Skarlicki, 2020; Masters-Waage et al., 2021），而且傾向以
積極看待個人與團隊其他成員之間的關係（Hawkes & Neale, 2020）；再者，員工的正念覺察特質
也能緩和敵意和攻擊行為間的關係（Liang et al., 2018）。至於，個人的「特質正念」是否有助於發
展與同儕間的支持性互動關係（即 TMX），及其內在運作機制如何，目前仍不清楚。
綜合前述可知，目前研究尚有以下幾點不足之處：其一，有關形成 TMX關係的前導因素研究

較少，也甚少從個人特質角度切入，探究個人心理優勢與發展 TMX關係品質之間的關係；其二，
近年來正念研究趨勢的轉變，學者日益關注正念在人際互動效益上的影響，然而，國內外對於正念
和工作場域人際關係的研究並不多見，且也很少檢驗「特質正念」與 TMX間的關係（Shahbaz & 
Parker, 2022）。近期 Hawkes與 Neale（2020）曾以情緒調節策略（包括認知重新評估與壓抑）作
為中介變項，探究「特質正念」與 TMX之間的關係，不過該研究是在西方文化脈絡完成的。該研
究結果是否可以類推至不同的文化脈絡中，仍需驗證。
依此，為填補現行研究上的缺口，本研究重新檢視 Hawkes與 Neale（2020）的研究，並且以更

仰賴團隊合作的官兵作為研究對象，藉以檢證「特質正念」與「團隊成員交換」品質間的關聯，同
時，驗證兩種情緒調節策略的中介效果，以此增進吾人對於東方文化脈絡下正念對於人際關係運用
效益，以及促成 TMX關係發展之前導因素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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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討論

（一）特質正念的定義

正念（mindfulness）是一種源自於東方內觀禪修傳統的心智訓練，泛指注意與覺察當下經驗，
而不加以評判的過程（Brown & Ryan, 2003; Kabat-Zinn, 1990）。Bishop等人（2004）以為正念至少
包含兩個元素，其一是強調對當下經驗的覺察；其二為覺察的品質，亦即帶著接受、不評判、好奇
等態度去覺察經驗。簡言之，正念也就是關注當下正在發生的內、外在經驗，包括思想、身體感覺、
情緒狀態或是外在事件和社會環境，並且暫時停止對其進行價值評斷，讓經驗或事件能呈現它們的
真實樣貌。Kabat-Zinn（2011）以為正念是人類固有的能力，可以透過正念相關訓練或練習予以維
持、提升。
目前學者從事研究時會從三個層面理解與運用正念：其一，將正念視為一種練習，稱為「正念

介入」（mindfulness intervention），即對特定個人進行正念相關訓練，包括關注於當下、不作評判
的覺察訓練等。其二，將正念視為一種狀態，稱為「狀態正念」（state mindfulness），意指個人對
於關注當下、不作評判覺察的直接經驗。其三，將正念視為一種具有個別差異的心理特質，稱為「特
質正念」（trait mindfulness or dispositional mindfulness）。「狀態正念」與「特質正念」兩者主要
的差異在於個人沉浸在正念狀態下的時間與頻率，學者以為大多數人都曾經或至少可以在某一時刻
保持正念，但相較之下，正念特質越高的人越常處於正念的意識狀態下，也越能夠對當下時刻的注
意與覺察進行反複性的調節（Brown & Ryan, 2003; Dane, 2011; Hülsheger et al., 2013）。
由於本研究關注個人特質對團隊成員交換關係的影響，故在正念的定義上採用「特質正念」

的觀點進行討論，並以自陳量表所得之分數來評定「特質正念」水平。目前測量特質正念的量
表很多，例如止觀覺察注意量表（Mindfulness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 MAAS）、弗雷堡正念
量表（The Freiburg Mindfulness Inventory, FMI）、肯塔基正念技巧量表（The Kentucky Inventory 
of Mindfulness Skills, KIMS）、認知情意正念量表（The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Mindfulness Scale-
Revised, CAMS-R）、五因素正念量表（Five Factors Mindfulness Questionnaire, FFMQ）、費城止
觀量表（Philadelphia Mindfulness Scale, PHLMS）、南安普敦止觀量表（Southampton Mindfulness 
Questionnaire, SMQ）（Bergomi et al., 2013）。其中，Brown與 Ryan（2003）發展的「止觀覺察注
意量表」（MAAS）為單一構面量表，旨在評量個人對日常生活中當下經驗的專注與覺察頻率，量
表題項範圍包含行動、人際溝通、想法、情緒與生理狀況。雖然該量表聚焦在「專注與覺察」的測量，
但 Brown與 Ryan（2004）指出對當下經驗「開放」和「接受」的正念特質，已同時嵌入在專注與
覺察的能力之中。也就是說當個人能夠充分地注意與覺察當下，即意謂全然接受當下。故 Brown與
Ryan以為MAAS量表的得分已足以同時反應「專注與覺察」、「接受（開放、不評判觀察）」的
正念特質。
由於MAAS被證實對心理適應指標具有相對穩定的預測力（Brown & Ryan, 2003），且廣泛被

運用在個人特質正念的量測上，故本研究採用 Brown與 Ryan（2003）發展的「止觀覺察注意量表」
（MAAS）作為量測研究對象特質正念水平的工具。

（二）團隊成員交換關係

「團隊成員交換」是評量團隊中個人和其他團隊成員互動品質的指標之一。其概念由 Seers於
1989年提出，主要在衡量個別成員對自己以及對所屬團隊其他成員之間互惠關係的覺知，包括自
己對他人提供協助、意見或回饋的意願；以及從他人處獲得資訊、幫助與認可的程度。Seers等人
（1995）以為認為當個人成員覺知較高的 TMX關係，代表個人在人際互動的過程中能獲得較多的
認可和回饋，同時也較願意付出協同合作的努力，一起達成團隊目標。
目前實證研究證實高品質的 TMX與正向的工作表現以及整體團隊績效有密切的關聯（Banks et 

al., 2014; Farmer et al., 2015; Rutishauser & Sende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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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情緒調節與調節策略

所謂情緒調節（emotion regulation）意指個人有意或無意地運用內、外在調節方式，修正自己
的情緒經驗與反應的類型、強度或時間（Gross & Thompson, 2007）。Gross與 John（2003）曾依據
情緒調節過程歸納出五種調節情緒的方式。其中，「認知重新評估」（cognitive reappraisal）與「壓
抑」（suppression）是較為重要的情緒調節策略，且廣泛地被研究（Gross & John, 2003）。
「認知重新評估」主要發生在情緒反應被觸發之前，個人跳脫個人慣性思維，以第三者角度重

新思考情緒事件或情境線索的意義，進而修正或改變情緒反應，藉以減緩情緒帶來的衝擊。Gross
與 John（2003）指出「認知重新評估」與較佳的情緒健康、幸福感和人際功能有關。至於，「壓抑」
策略則指在情緒反應發生時，不改變原有的想法、情緒經驗或感受，而是以抑制的方式去處理情緒
表達方式或反應行為。由於，「壓抑」是以反應為中心的情緒調節策略（response-focused emotion 
regulation），發生在情緒調節的後期，由於此時情緒已經存在，該策略已無助於減少情緒經驗（Gross 
& John, 2003），因此個人需要更多的努力來抑制情緒，如此一來對身心健康會產生負面影響（John 
& Gross, 2004）。多數研究結果顯示「壓抑」和正較少的正向情緒經驗、更多的負面情緒經驗、親
密關係的迴避以及較差的幸福感有關（Cameron & Overall, 2018; Gross & John, 2003）。有鑑於此，
學者通常將「認知重新評估」視為適應性的情緒調節策略，而把「壓抑」視為非適應性的情緒調節
策略（Gross, 2015）。

（四）特質正念與團隊成員交換關係

近期學者以為提升正念水平除了可以增進認知能力、促進身心健康外（Chiesa et al., 2011; Eby 
et al., 2019），也有助於良好人際關係的發展。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正念強調專注覺察、不評
判地接受的精神，有助於個人在社會互動時更關注他人需求以及互動情境中的情感線索（Teper 
et al., 2013），故能提高對他人的同理，乃至於產生助人行為（Berry et al., 2018; Berry et al., 2020; 
Cameron & Fredrickson, 2015; Donald et al., 2019）。此外，正念的人在人際互動過程中較能覺察個
人的想法、情緒、感受、意圖或整體經驗，並傾向不把這些想法或情緒視為真實事件，此種去中
心化的特質降低了過去經驗、評價或偏見的影響，因而提升個人對不同意見或事物的容忍與接受
度（Brown & Ryan, 2003; Brown et al., 2007）。所以即便處在壓力大的社交環境中，正念水平越高
者對情境威脅的覺知較低，相對地較少出現防禦反應，諸如偏見、報復或排擠等行為（Oyler et al., 
2021; Ramsey & Jones, 2015）。
目前國外有關特質正念與人際關係效益的探究，主要還是以親密關係與親子關係領域的研究

成果較為豐碩（Eby et al., 2020）。相關研究結果顯示，正念水平越高者對親密關係的滿意度相對
較高（Barnes et al., 2007; Kappen et al., 2018; McGill et al., 2016）；較常以正向歸因或是寬恕的方式
因應關係中的壓力或衝突，而且在衝突過後也能繼續保持較佳的關係滿意度（Harvey et al., 2019; 
Karremans et al., 2020; Roberts et al., 2020）；同時也較少出現親密關係暴力行為（Johnson & Moore, 
2022; Yang & Yang, 2021）。另外，在親子關係領域的研究指出，特質正念越高的父母越能關注子
女的需求，溝通清楚明確，也較常給予讚美（Parent et al., 2016）。由於給予較多不批判的關注，故
能提高子女自我揭露的意願（Lippold et al., 2015）。
至於，正念對職場人際互動的影響，目前研究較為有限（Eby et al., 2020）。其中，Nonose等

人（2014）的研究首次證實個人心理能力與團隊人際關係之間有潛在關聯，他們發現員工個人的情
緒智商和後設認知等與正念相關的個人特質，以及增進團隊合作、TMX、團隊績效關係密切。此外，
部分研究成果對於工作情境下正念可能對人際關係帶來的影響提供了具體的支持，包括增長助人與
合作取向，有效調節人際互動時產生的負面情緒，以及減少負面的互動行為等。如 Hawkes與 Neale
（2020）的研究指出「特質正念」與高品質 TMX有關，亦即，正念水平越高者傾向以積極正向的
觀點看待自己和團隊成員的關係。Kay與Skarlicki（2020）針對1,006位美國員工進行線上問卷調查，
結果發現員工的「特質正念」可以促進合作，降低迴避衝突的行為；其中「認知重新評估」可以緩
解「特質正念」與迴避衝突行為間的反向關係。Masters-Waage等人（2021）透過實驗的方式發現
正念水平越高者，在協商過程表現出較高的合作取向；而且，在談判前有進行正念練習的兩人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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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雙贏協議的表現相對較高。Long與 Christian（2015）發現員工的「特質正念」可以緩沖不公平
事件對反芻思考和負面情緒的影響，從而減少報復行為。至於，Thoroughgood等人（2020）發現正
念水平越高的跨性別員工較能夠從被歧視的經驗中恢復，進而降低隔日工作的情緒耗竭現象。
此外，「正念介入」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如 Hafenbrack等人（2020）指出不論是從自陳量表

或是由他人觀察評估，正念介入組的企業員工（連續五天簡短的 7分鐘）有較高的助人或利他行為。
Meland等人（2021）採用質性研究法探究正念介入對挪威軍事航空單位成員的人際關係表現的影
響，結果顯示 71%參與者表示正念訓練可以強化彼此間的夥伴意識（a sense of fellowship），其效
果主要展現在直接溝通、增加耐心、減少憤怒的表達、冷靜、接受等五種行為轉變上，而這種轉變
是經由增加個人自我覺察、對他人的注意以及反思的心理過程達成的。
綜整上述研究結果可知，個人的正念水平與整體人際互動品質有密切關聯。依此，本研究假設

「特質正念」與「團隊成員交換」（TMX）有正向關聯。

（五）特質正念與情緒調節

近期不論是特質正念或是透過正念介入提升正念狀態的研究皆顯示正念和促進良好情緒調節有
關（Heppner et al., 2015）。其中，學者指出正念和非適應性的情緒調節策略是相互對立的，如經
驗迴避、情緒壓抑或是反芻等（Feldman & Hayes, 2005; Guendelman et al., 2017; Hayes & Feldman, 
2004）。事實上，一個具有正念的人通常會將經驗到的情緒或想法視為可以被觀察的暫時心理事件，
端視其升起並隨時間消逝，不主動去處理或改變它們，也傾向不去認同它們。學者認為此等對情緒
與想法保持開放、接納，以及不加以反應與迴避的態度或作法，與抑制情緒的方式不同，進而推測
正念的人會更願意表達自己的情緒，因而減少壓抑的發生（Hayes et al., 1996）。
相關研究也證實提升正念水平與降低「壓抑」策略的運用之間存在某些關聯。如早期 Feldman

等人（2007）採用認知與情緒正念量表（Cognitive and Affective Mindfulness Scale-Revised, CAMS-R）
測量 212位大學生的正念水平，研究結果顯示高正念水平和低適應不良的情緒調節有關（如經驗迴
避、想法壓抑、擔憂、反芻、以偏概全）；在適應性的情緒調節方面，正念則與清晰的感受、情緒
修復、對感受的關注有關。Prakash、Whitmoyer等人（2015）比較美國社區的年長族群（平均年齡
65歲）與青年族群（平均年齡 23歲）的特質正念、情緒調節策略運用與情緒失調之間的關係，結
果發現不論是年長族群或是青年族群，其「特質正念」與壓抑、思考迴避兩種非適應性的情緒策略
運用都呈現顯著的負向關聯。再者，國內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的正念特質與因情緒反芻與壓抑造成
的情緒表達衝突有負向關聯（潘俊廷、王沂釗，2022）。不過，也有少數研究結果有不一致的情況，
如 Dubert等人（2016）、Chen與 Cheung（2021）分別以美國以及中國大陸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
結果發現大學生的「特質正念」和「壓抑」策略的運用情況關聯不顯著。
至於，正念與「認知重新評估」間的關係過去曾引發學界激烈的爭論（Garland et al., 2015）。

正因為正念強調以情緒和想法作為觀察的心理事件，不評判地接受所有的經驗，無須主動去處理或
改變它們，部分學者以為要將「認知重新評估」中帶有判斷成分套到一個表面上無需評價的歷程
中，恐怕是有問題的，故而主張正念和「重新評估」相互矛盾的概念（Chambers et al., 2009）。學
者認為正念可能引發一種特殊類型的情緒調節策略，稱之為「正念情緒調節」（mindful emotional 
regulation），而此種策略與「認知重新評估」是不同。「正念情緒調節」主要是依賴「由下而上」
的情緒調節系統（bottom-up system），與「認知重新評估」運用「由上而下」系統（top-bottom 
system）有所不同（Chambers et al., 2009; Chiesa et al., 2013; Farb et al., 2012）。所謂「由上而下」
系統通常與注意力和自願認知控制、有意識的監控和調節有關（即外顯情緒調節系統）；至於，「由
下而上」系統則包括情緒生成和內隱情緒調節系統，其主要功能是為「由上而下」系統提供關於特
定刺激或情境的喚醒、維持穩定、厭惡或獎勵等訊息（Guendelman et al., 2017）。
然而，有部分學者主張在進行正念練習時仍需要用到「由上而下」的情緒調節的（Guendelman 

et al., 2017），故而指出正念與「認知重新評估」不必然是對立的，正念反而有助於促進積極重新
評估的效果（Garland et al., 2015）。例如 Garland等人（2015）、Garland等人（2017）提出「正念
意義理論」（mindfulness to meaning theory, MMT）以聯繫正念與「認知重新評估」間的關係。該理
論指出正念可以透過注意力的控制，暫停最初的自動評估與壓力反應，並以去中心化過程拉開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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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內容（想法、情緒、感受）之間的心理距離，通過這樣的方式，將注意力轉向自我調節和後設認
知覺察的過程。這麼一來就可以擴大覺察範疇，讓個人重新覺知過去未能注意到的內、外在感受、
環境或事件等相關資訊，而這些新的訊息則有機會被整合到新的重新評估中，最終，促使個人可以
彈性地選擇適應性反應，並將環境重新定義為有益或有意義（即積極的重新評估）。
最後 Guendelman等人（2017）綜整相關實證研究結果（包含神經科學、大腦功能／結構與心

理學等研究，涵蓋特質正念、正念誘發、正念介入等研究類型），提出綜合版本的論述，終結有關
正念與「認知重新評估」關係的爭論。Guendelman等人指出練習正念可以改變「由下而上」的情
緒調節系統，不過其效果會因研究類型的不同有所分歧。因正念訓練的重點不同，所以正念的情緒
調節可能會涵蓋「由上而下」的正念情緒調節策略，以及「由下而上」的正念情緒調節策略。前者
以認知與思維過程作為調節策略的標的，涉及情緒標誌、去中心化、後設覺察、認知重新評估等；
後者則著重在感覺過程（feeling processes）的調整，以感官知覺（sensory-perception）與內在感受
和本體感受（interoceptive-proprioception）作為主要的情緒反應目標。
姑且不論正念的情緒調節過程究竟是運用了「由下而上」還是「由上而下」系統。至少從近期

大腦神經科學研究成果可知，正念特質或正念練習可促使個人從大腦預設模式網絡（default mode 
network, DMN）驅使的思緒漫遊模式中脫離（粘瑞狄等人，2020），轉向專注當下經驗，減少自我
參照與思考反芻，此舉有益個人跳脫對情緒事件的狹隘性關注和慣性反應的箝制，擴大個人與情緒
事件或個人經驗之間的心理距離（空間），讓新訊息和觀點得進入，提高認知重新評估的發生的機
會及效果（Garland et al., 2015; Roemer et al., 2015）。
檢閱相關文獻也發現，多數實證研究結果支持個人的「特質正念」與「認知重新評估」策略的

使用存在著正向關聯，例如 Hanley與 Garland（2014）針對 819位成人進行研究，發現在控制正向
情緒後，「特質正念」越高者，使用「認知重新評估」策略的頻率也隨之增加。Cheung與Ng（2020）
的研究發現中國大陸大學生的「特質正念」與「認知重新評估」策略的運用上有正向關聯，且其「認
知重新評估」在「特質正念」與「品味經驗」之間具有中介效果。不過，也有少數研究結果與之不同，
如 Prakash、Whitmoyer等人（2015）發現美國社區成人的「特質正念」和「認知重新評估」策略的
運用之間，正向關聯並不顯著。
綜整上述文獻討論，本研究依據正念運作心理機制和多數研究成果，推論特質正念與「認知重

新評估」策略有正向關聯；特質正念與「壓抑」策略有負向關聯。

（六）情緒調節與團隊成員交換關係

人們在人際互動與溝通情境下，最容易引發情緒反應。因此，能有效地調節情緒和良好社會互
動與人際關係息息相關（Lopes et al., 2005）。早期研究指出情緒調節策略中的「認知重新評估」有
助於增進社會互動品質，相對地「壓抑」則容易導致負面的結果（Gross, 2002）。亦即「認知重新
評估」策略有助於提升個人正向情緒經驗和反應，增加人際互動時的情感親密度和社會支持；相對
地，採取「壓抑」策略的人，在互動時常將認知資源投入在調整自己內、外在經驗或表現之間的矛
盾，因而減少對他人訊息的關注，導致無法對他人互動訊息做出適當的回應，所以容易引發互動對
象的誤會或負面評價，甚至降低進一步發展關係的意願（Gross & John, 2003）。此外，van’t Wout
等人（2010）也曾透過最後通牒賽局（ultimatum game）的研究方式，了解不同情緒調節策略對於
個人在社會互動時所做決策的影響，結果發現在面對不公平的情況下，採用「認知重新評估」策略
會影響或修正個人在人際互動時所作的決定，包括小幅度的讓利或是採用雙贏互利，此舉將有助於
提高團體成員間的互惠行為。
綜上所述，本研究假設「認知重新評估」策略與「團隊成員交換」關係有正向關聯。相反地，「壓

抑」策略與「團隊成員交換」關係有負向關聯。

（七）情緒調節的中介效果

Lazarus（1991）以為情緒具有重要的「關係意義」，因為正向或負向情緒可能會增進或破壞團
隊成員間的關係品質。事實上，人際互動的品質會受到個人經驗到的情緒，或是與之互動的他人所



特質正念與團隊成員交換關係 295

表現出來的情緒的影響。過去研究已顯示正向情緒經驗是創造和維護 TMX的關鍵（Kamdar & Van 
Dyne, 2007; Tse & Dasborough, 2008）。亦即，當團隊成員經驗到的正向情緒反應越多，則越願意和
其他成員發展高品質的互動關係；反之，當團隊成員經驗到較多的負向情緒經驗，則會降低發展人
際互動的品質。
由於，個人情緒經驗多與社會互動有關，因此，若妥善地調節或管理情緒，就能減少情緒失調

的問題，增進人際互動的品質。相關研究顯示正念越高者，適應性的情緒調節能力越佳，也越能妥
善管理負面情緒，藉以降低壓力覺知、減少負面情緒的干擾和情緒波動，並提升正向情緒經驗（Bao 
et al., 2015; Coffey et al., 2010; Erisman & Roemer, 2010; Mesmer-Magnus et al., 2017）。此外，學者認
為提升正念可以增加有助於人際互動的正向情感經驗，諸如對關係的滿意度、同理心等（Barnes et 
al., 2007; Berry et al., 2018; Donald et al., 2019）。本研究認為這些正向情緒經驗不僅有助於提升助人
行為的發生，也能增強個人發展高品質 TMX的意願。
根據近期實證研究結果顯示，情緒調節在「特質正念」與其他同儕互動行為之間具有中介作用，

例如 Liang等人（2018）發現正念水平較高的員工會透過減少改變表面行為（surface acting）的情
緒調節方式（如壓抑負面情緒或假裝積極情緒等），緩減職場中因為敵意而產生的攻擊反應；Kay
與 Skarlicki（2020）指出正念水平越高的員工傾向較常運用「認知重新評估」策略以減少迴避衝突
的行為。Hawkes與 Neale（2020）的研究也發現「特質正念」是藉由提升「認知重新評估」以及減
少「壓抑」策略的運用，增加團隊成員間的互惠知覺。
事實上，目前學者大多認可正念運作的心理機制（如自我脫鉤、去中心化、低負面思考與反芻

等），產生的正向自我調節能力（包含情緒調節），是促成諸多個人效益產生的主因（Glomb et al., 
2011; Good et al., 2016）。依此，本研究以為正念水平越高者傾向於使用較多的適應性情緒調節策略，
並減少非適應性策略的運用，故能減緩人際壓力或挑戰所帶來的負面情緒經驗，以維持或產生正向
情緒經驗及工作表現。如同上述所言，當成員在團體中擁有較多的正向情緒經驗，則越有助於提升
與其他成員發展高品質互動關係的意願，再者，個人的正向情緒表現相對地也會提升其他成員的正
向回饋，反之則否。綜合上述理由，本研究假設「認知重新評估」與「壓抑」等兩項情緒調節策略
在「特質正念」與「團隊成員交換」關係之間皆具有中介效果。

（八）研究目的與假設

本研究旨在探究特質正念對團隊成員交換關係的影響，同時檢證兩種情緒調節策略在兩者之間
的中介效果。依據研究目的，繪製本研究架構，如圖 1，並提出主要的研究假設。

圖 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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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H1：「特質正念」與「團隊成員交換」有顯著的正向關聯。H2：「特質正念」與「認知重新評估」策略有顯著的
正向關聯。H3：「特質正念」與「壓抑」策略有顯著的負向關聯。H4：「認知重新評估」策略與「團隊成員交換」有
顯著的正向關聯。H5：「壓抑」策略與「團隊成員交換」有顯著的負向關聯。H6：「認知重新評估」策略在「特質正
念」與「團隊成員交換」之間具中介效果。H7：「壓抑」策略在「正念特質」與「團隊成員交換」之間具中介效果。

註：H1：「特質正念」與「團隊成員交換」有顯著的正向關聯。H2：「特質正念」與「認知重新評估」策略有顯著的

正向關聯。H3：「特質正念」與「壓抑」策略有顯著的負向關聯。H4：「認知重新評估」策略與「團隊成員交換」有

顯著的正向關聯。H5：「壓抑」策略與「團隊成員交換」有顯著的負向關聯。H6：「認知重新評估」策略在「特質正念」

與「團隊成員交換」之間具中介效果。H7：「壓抑」策略在「正念特質」與「團隊成員交換」之間具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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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一）研究對象與程序

本研究以服役滿一年以上（含一年）之現役志願役官兵為研究對象，採用滾雪球取樣方式，透
過網路問卷蒐集資料。資料蒐集途徑有二：首先，透過 line群組邀請目前在營服役的朋友參與此研
究，在邀請信中說明此研究的目的、網路問卷連結網址，同時邀請參與者分享連結給其他同袍，協
助問卷填寫。另外，徵詢在北部參與專項訓練班隊學員意願，在說明研究目的後，提供問卷連結網
址，請參與者私下填寫網路問卷。資料蒐集時間為 2020年 7月初至 2021年 4月底，共計獲得 336
筆資料，經檢核並無脫漏處，故以此 336筆資料進行後續分析。
本研究對象之背景變項：所有研究對象皆未曾接受過正念相關訓練和活動；男性佔 89.3%，女

性佔 10.7%；年齡以 31∼ 35歲者最多（31.8%），其次為 26∼ 30歲者（27.4%），其他年齡比例
相對較低（36歲∼ 40歲者佔 16.4%，25歲以下者佔 16.1%，41歲以上者佔 8.3%）。職級部分，士
兵佔 10.5%，士官佔 68.6%，軍官佔 20.9%。服役年資以 8∼ 11年為最多（29.8%），其次分別為
12∼ 15年（23.8%）、16年以上（16.6%）、4∼ 7年（15.2%）以及 1∼ 3年（14.6%）。服務區
域則以北部居多，佔 45.5%，其次為中部（17.9%）、南部（16.1%）、花東地區（15.8%）、離島
地區（4.7%）。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問卷為資料蒐集工具。研究使用的工具說明如下：

1. 特質正念量表

在「特質正念」的測量上，本研究採用張仁和等人（2011）修訂之「中文版止觀覺察注意量
表」（Chinese version Mindful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 CMAAS）。該量表翻譯自 Brown與 Ryan
（2003）編製的「止觀覺察注意量表」（Mindful Awareness Attention Scale, MAAS），用以了解個
人能否接受並覺察當下所有經驗，並以此評估個人特質正念的個別差異。「中文版止觀覺察注意量
表」為一因子結構量表，共有 15題，皆為反向題，以李克特氏六點量尺評分，每題從 1分（幾乎
沒有）到 6分（幾乎總是）。反向題經轉換計分後，總得分越高，代表正念水平越高。原始「中文
版止觀覺察注意量表」整體量表之 Cronbach’s α值為 .88。本研究使用「中文版止觀覺察注意量表」
之 Cronbach’s α值為 .92，代表受試者間表現出高度作答一致性（未刪題時，整體量表之 Cronbach’s 
α值為 .91）。

2. 團隊成員交換關係量表

本研究採用 Seers等人（1995）編製之「團隊成員交換關係量表」（Team Member Exchange 
Quality Scale），測量個人自覺和其他團隊成員在資訊分享、回饋以及互助等互動品質。經英文老
師翻譯為中文量表後使用。該量表共有 10題，以李克特氏五點量尺評分，每題從 1分（非常不同意）
到 5分（非常同意），其中一半的題目在評量個人對團隊的貢獻，另一部分則評量個人對團隊其他
成員的期待。該量表得分越高，表示團隊成員間的關係品質越高。原始「團隊成員交換關係量表」
之 Cronbach’s α值為 .86。本研究使用「團隊成員交換關係量表」之 Cronbach’s α值為 .89，代表受
試者間表現出高度作答一致性（未刪題時，整體量表之 Cronbach’s α值為 .88）。

3. 情緒調節量表

本研究採用汪曼穎等人（2010）翻譯自Gross與 John（2003）之中文版「情緒調節量表」（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評量個人情緒策略使用傾向。全量表共有10題，包含兩種情緒調節策略，
其中「認知重新評估」策略 6題，如「我會改變對目前所處情境的思考方式，來控制我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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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抑」策略 4題，如「我以不表露情感的方式來控制我的情緒」。量表以李克特氏七點量尺評分，
每題從 1分（非常不同意）到 7分（非常同意），得分越高代表使用某種情緒調節策略的傾向越高。
Gross與 John在四組大學生樣本的分析結果顯示，「認知重新評估」分量表的平均 Cronbach’s α值
為 .79，「壓抑」分量表的平均 Cronbach’s α值為 .73，皆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且兩個分量表間
的平均相關係數為 -.01，顯示兩種策略彼此間並無顯著相關。
中文版「情緒調節量表」雖然目前並未有完整的樣本心理計量特性檢驗，但廣泛地被運用在國

內情緒相關研究中。如蘇琳等人（2015）以 436位大學生為樣本施測檢驗結果顯示，人際情境下的
「認知重新評估」分量表之 Cronbach’s α值為 .89，「壓抑」分量表之 Cronbach’s α值為 .78，兩個
分量表的相關係數為 .45。此外，林宏南（2020）以 307位 18歲以上成人為樣本施測結果顯示，「認
知重新評估」分量表之 Cronbach’s α值為 .87，「壓抑」分量表之 Cronbach’s α值為 .79，兩個分量
表的相關係數為 .43。上述研究顯示中文版「情緒調節量表」之「認知重新評估」與「壓抑」等分
量表皆具有良好的信度，然，兩種情緒調節策略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在本研究中「認知重新評估」
分量表之 Cronbach’s α值為 .88；「壓抑」分量表之 Cronbach’s α值為 .75，代表受試者間表現出高
度作答一致性（「壓抑」分量表未刪題時，量表之 Cronbach’s α值為 .68）。

4. 控制變項

過去研究指出性別會影響助人傾向，一般而言女性較男性更常對他人提供協助與支持（Espinosa 
& Ková ík, 2015）；而且 Hong等人（2016）以為在東方文化脈絡下，職級和資歷長短是影響個人
對團隊知覺及行為反應的重要變項；另外，學者也指出團隊成員間的友誼亦是影響團隊成員交換關
係的重要因素（Chen, 2018）。依此，本研究以研究對象之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年齡、職級），
以及和目前團隊成員共事時間、互動頻率等可以反應友誼的變項，作為控制變項。其中，和目前團
隊成員共事時間、互動頻率（近 3個月來，每週平均互動次數）的題項各為一題，採李克特氏五點
量尺衡量。

（三）資料處理

本研究針對所蒐集的資料，以 SPSS 21進行描述性統計、相關分析及階層迴歸分析，檢驗本研
究各項假設，並以 Hayes（2018）發展的 SPSS macro PROCESS統計分析模組（模型 4），檢驗「認
知重新評估」與壓抑兩種情緒調節策略在「特質正念」與「團隊成員交換」關係間的中介效果。
SPSS macro PROCESS分析模組採用 bootstrapping（進行 5,000次的重複抽樣）估計參數及參數的
95%信賴區間，在本研究中，X（特質正念）為自變項、M1（「認知重新評估」策略）與M2（「壓
抑」策略）為中介變項、Y（團隊成員交換）為結果變項。

結果

（一）共線性與共同方法變異檢定

1. 驗證性因素分析

為進一步了解檢驗測量工具的因素結構是否恰當，本研究針對四個研究變項的因素構面進行驗
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以評估篩選後因素的模型適配度。學者以為評
定因素構面是否具有收斂效度的標準包括：（1）因素負荷量大於 .50；（2）組成信度（composite 
reality, CR）大於 .60；（3）平均變異數萃取量（average of variance extracted, AVE）大於 .50（Fornell 
& Larcker, 1981; Hair et al., 2019）。從原始量表各構面指標發現，特質正念量表第 11題（因素負荷
量為 .28）、「壓抑」分量表第 2題（因素負荷量為 .32）以及團隊成員交換關係量表第 7題（因素
負荷量為 .41），皆低於 .50，且 AVE值分別為 .49、 .40、 .45，皆小於 .50。故，對上述三個題項
進行刪題。刪題後，所有構面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53∼ .85之間；CR值在 .75∼ .94之間；AVE值
在 .49∼ .55之間，表示刪題後各因素構面有較佳的收斂效度。修正後整體模型配適度尚可，多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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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符合學術檢定標準（χ2/df = 2.34 < 3; RMSEA = .06 < .08; SRMR = .05 < .08; GFI = .83 < .90; CFI 
= .91 > .90; NNFI = .89 < .90）。

2. 共線性與共同方法變異檢定

為檢驗模型是否有共線性問題，本研究以「團隊成員交換」為依變項，「特質正念」、「認
知重新評估」策略、「壓抑」策略為自變項，進行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自變項之變異數膨脹因素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s, VIF）介於 1.02∼ 1.31之間，均小於 10（Chatterjee & Price, 1991），條
件指標（condition index, CI）介於 8.41∼ 12.03之間，小於 30（Belsley et al., 1980），表示共線性
問題並不嚴重。
此外，為降低因為同時間、對同樣受測者使用自陳量表進行資料蒐集，可能產生之共同方法變

異的問題（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在資料回收後，進行 Harman單因子檢定法（harman’s 
one-factor test），檢測是否有存有共同方法變異的問題（Podsakoff et al., 2003）。將所有題項一起
進行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在未轉軸的情況下可萃取四個因子，其中某因素之最大解釋量為 26.54%，
小於 50%的標準值，通過 Harman單因子檢定的檢測標準，因此沒有共同方法變異問題。

（二）相關分析 

表 1呈現各研究變項之間的相關分析結果。在相關分析部分，連續變項間的關係，採用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方式；至於非連續變項之間或與連續變項間之相關性則採 Spearman等級相關分析方
式。
根據表 1相關係數摘要表，所有量表的內在一致性尚佳（Cronbach’s α 值介於 .75∼ .91）。連

續變項間的相關性結果為：「特質正念」與「認知重新評估」策略呈現顯著的微弱正相關（r = .13, 
p < .05）；「特質正念」和「壓抑」策略間呈現不顯著的微弱正相關（r = .10, p > .05）；「特質正念」
與「團隊成員交換」之間呈現顯著的低度正相關（r = .24, p < .01）。由上可知，特質正念水平越高，
「認知重新評估」策略的使用傾向也較高，而且對團隊成員交換品質有較高的覺知。再者，「認知
重新評估」策略與「壓抑」策略之間呈現顯著的中度正相關（r = .48, p < .01）。「認知重新評估」
策略與「團隊成員交換」呈現顯著的中度正相關（r = .52, p < .01），「壓抑」策略則與「團隊成員
交換」之間則呈現顯著的低度正相關（r = .21, p < .01）。
背景變項與「特質正念」的相關性，僅「職級」、「互動頻率」和「特質正念」間呈現顯著

的微弱相關性，前者為負相關（r = -.11, p < .05），後者為正相關（r = .12, p < .05）。背景變項與
情緒調節策略的相關性，「年齡」、「職級」與「認知重新評估」策略，皆呈現顯著的微弱正相
關（r分別為 .16 和 .18），然而，僅「性別」與「壓抑」策略呈現顯著的微弱負相關（r = -.11, p < 
.05）。
總之，背景變項中的「年齡」、「職級」以及團隊成員「共事時間」、「互動頻率」，皆與團

隊成員交換呈現微弱到低度的顯著正相關（r介於 .16∼ .23，p < .01），代表年齡越大、職級越高、
共事時間越長以及互動頻率越高者，自覺與團隊成員關係品質則越佳。

表 1
相關係數摘要表（N = 336）

變項 M SD 1 2 3 4 5 A B C D
1. 性別 –
2. 年齡 -.04 –
3. 職級  .04  .54** –
4. 共事時間 -.09  .25** -.14* –
5. 互動頻率 -.02 -.03  .06  .05 –
A. 特質正念 4.47 0.89 -.03 -.05 -.11*  .01  .12* (.91)
B. 認知重評 5.15 1.07 -.08  .16**  .18** -.02  .09  .13* (.88)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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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M SD 1 2 3 4 5 A B C D
C. 壓抑 4.54 1.29  -.11*  .03 -.01  .05 -.01  .10  .48** (.75)
D. 團隊交換 3.80 0.66  .00  .18**  .16**  .16**  .23**  .24**  .52**  .21** (.89)
註：表中括弧內之數字為 Cronbach’s α值。性別中，男性為 1，女性為 2。年齡中，25歲以下為 1，26—30歲為 2，
31—35歲為 3，36—40歲為 4，41歲以上為 5。職級中，士兵為 1，士官為 2，軍官為 3。服役年資中，1—3年為 1，
4—7年為 2，8—11年為 3，12—15年為 4，16年以上為 5。共事時間中，1—2年為 1，3—4年為 2，5—8年為 3，9—11
年為 4，12年以上為 5。互動頻率中，幾乎沒有為 1，至少 1次為 2，2—3次為 3，4—6次為 4，7次以上為 5。
* p < .05. ** p < .01.

（二）階層迴歸分析

從表 1相關分析表中發現年齡、職級、和共事時間以及互動頻率與團隊成員交換有顯著的正相
關，故以此作為控制變項。在進行階層迴歸分析前，先將「職級」轉換為「虛擬變項」，再進行分
析（士官為參照組「00」、士兵轉換為「10」、軍官轉換為「01」，共2個變項）。以「特質正念」、「認
知重新評估」策略、「壓抑」策略為自變項，「團隊成員交換」為依變項，進行階層迴歸分析。步
驟 1，先投入「年齡」、「職級 1」、「職級 2」、「共事時間」、「互動頻率」等控制變項；步驟
2，投入「特質正念」；步驟 3，再投入「認知重新評估」與「壓抑」等兩種情緒調節策略。分析結
果如表 2所示。
在步驟 1中，控制變項對依變項（即「團隊成員交換」）具有顯著的解釋力，R2 = .10，F(5, 

330) = 8.38，p < .001。整體模型對「團隊成員交換「的總解釋量為 10%，其中，只有「互動頻率」（β 
= .22, t = 4.24, p < .001）與「職級 1」（β = -.14, t = -2.42, p < .05）兩個控制變項的解釋力 β值達統
計顯著水準。表示「互動頻率」越高，對團隊成員交換品質的覺知也較高；至於，「職級 1」（士兵）
的係數值為負號，表示相較於參照組（士官），士兵對團隊成員交換品質的評價較低。
在步驟 2，「特質正念」變項投入模型後，對依變項的解釋力達到 R2 = .15，F (6, 329) = 

10.73，p < .001。解釋增量△ R2 = .05，△ F(1, 329) = 20.06，△ p < .001，顯示「特質正念」的投入
可以有效提升模型的解釋力。亦即在控制了若干控制變項的影響下，「特質正念」變項可以額外貢
獻 5%的解釋力。「特質正念」對「團隊成員交換」的解釋力最高（β = .23, t = 4.48, p < .001）；控
制變項中，「互動頻率」（β = .19, t = 3.66, p < .001），和「職級 1」（β = -.14, t = -2.38, p < .05）
的解釋力達統計顯著水準。
接著步驟 3，「認知重新評估」策略與「壓抑」策略投入模型後，對依變項的解釋力達到 R2 = 

.35，F(8, 327) = 23.25，p < .001。解釋增量△ R2 =.20，△ F(2, 327) = 51.03，△ p < .001，顯示兩種
情緒調節策略變項的投入可以有效提升模型的解釋力。換言之，在控制了若干控制變項與「特質正
念」變項後，兩種情緒調節策略變項可以額外貢獻 20%的解釋力。不過，情緒調節策略變項的主
要貢獻來自「認知重新評估」策略，其 β = .49（t = 9.27, p < .001）；至於「壓抑」策略的 β係數值
為負號，且未達統計顯著水準（β = -.05, t = -.91, p = .365）。在加入兩種情緒調節策略變項後，特
質正念的 β係數值雖稍有降低，但仍達統計顯著水準（β = .17, t = 3.80, p < .001）。此外，控制變項
中，「共事時間」（β = .17, t = 3.06, p < .01）以及「互動頻率」（β = .15, t = 3.24, p < .01）對依變
項的解釋力亦達統計顯著水準。
由上可知，「特質正念」對「團隊成員交換」的解釋力 β = .17（t = 3.80, p < .001）為正向，故

本研究 H1：特質正念與團隊成員交換有顯著的正向關聯，成立。「認知重新評估」策略對團隊成員
交換的解釋力 β = .49（t = 9.27, p < .001），故 H4：「認知重新評估」與團隊成員交換有顯著的正向
關聯，成立。至於，「壓抑」策略對團隊成員交換的解釋力雖為負向（β = -.05），但因為未達統計
顯著水準（t = -.91, p = .365），故 H5：壓抑與團隊成員交換有顯著的負向關聯，不成立。

表 1
相關係數摘要表（N = 336）（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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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階層迴歸分析摘要表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B β B β B β

控制變項

　　年齡  .05  .09  .05   .08  .02   .04
　　職級 1 -.31*   -.14* -.29*    -.14* -.09    -.04
　　職級 2  .02  .01  .10   .06  .10   .06
　　共事時間  .04  .09  .05   .12  .08**   .17**
　　互動頻率  .13***  .22***  .11***   .19***  .09**   .15**
自變項

　　特質正念  .17   .23***  .13***   .17***
　　認知重評  .30***   .49***
　　壓抑 -.02    -.05

R2  .10***   .15***   .35***
F 8.38 10.73 23.25
△ R2  .11***   .05***   .20***
△ F 8.38 20.06 51.03

註：B為未標準化迴歸係數，β為標準化迴歸係數，R2採用校正後的R平方值。職級部分：職級 1為士兵，職級 2為軍官，
士官為參照組。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第二位。

* p < .05. ** p < .01. *** p < .001.

（三）中介效果分析

本研究採用 Hayes（2018）發展的 SPSS macro PROCESS 分析模組（version 4.0），進行
bootstrapping中介效果分析（執行 5,000次重複抽樣），檢驗「認知重新評估」與「壓抑」兩種情
緒調節策略在「特質正念」以及「團隊成員交換」之間的中介效果。首先，以 X（「特質正念」）
為自變項，M1（「認知重新評估」）與M2（壓抑）為中介變項，Y（「團隊成員交換」）為結果
變項，「年齡」、「職級 1」、「職級 2」、「共事時間」與「互動頻率」為控制變項，勾選模型 4，
進行多重中介模型分析，結果如表 3所示。
根據表 3，「特質正念」→「情緒調節策略」（「認知重新評估」、壓抑）→「團隊成員交

換」之總間接效果值 B為 .04，95%信賴區間上下界不包含 0（95% CI [.005~ .086]），代表情緒調
節策略在「特質正念」與「團隊成員交換」之間具有中介效果。其中，「特質正念」→「認知重新
評估」→「團隊成員交換」之間接效果值 B為 .05，95%信賴區間上下界不包含 0（95% CI [.007~ 
.091]），代表「認知重新評估」策略在「特質正念」與「團隊成員交換」之間具有中介效果。然而，
「特質正念」→「壓抑」→「團隊成員交換」之間接效果的95%信賴區間上下界包含0（95% CI [-.013~ 
.005]），代表「壓抑」策略在「特質正念」與「團隊成員交換」之間不具有中介效果。另外，從「特
質正念」→「團隊成員交換」之直接效果，達統計顯著水準（B = .13, t = 3.80, p < .001, 95% CI [.062~ 
.195]，信賴區間上下界不包含 0），可知，「認知重新評估」策略在「特質正念」與「團隊成員交換」
之間的中介效果，屬於部分中介效果。
綜合上述，本研究 H6：「認知重新評估」策略在「特質正念」與「團隊成員交換」之間具有中

介效果，成立；至於，H7：「壓抑」策略在「特質正念」與「團隊成員交換」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則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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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情緒調節策略在特質正念與團隊成員交換之中介效果分析摘要表

95%信賴區間
效果值 t值

下限 上限B（SE）
總效果

.17 (.04) 4.48***  .096 .247
　　特質正念 團隊成員交換

直接效果
.13 (.03) 3.80***  .062 .195

　　特質正念 團隊成員交換

總間接效果 .04 (.02)  .005 .086
　　特質正念 認知重評 團隊成員交換 .05 (.02)  .007 .091
　　特質正念 壓抑 團隊成員交換 .00 (.01) -.013 .005
註：B為未標準化之間接效果估計值；SE為標準誤（standard error）。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第二位。
*** p < .001.

最後，依據macro PROCESS分析結果，繪製「特質正念」、情緒調節策略（「認知重新評估」、
「壓抑」）與「團隊成員交換」之路徑圖，如圖 2。在控制其他變項後，「特質正念」對「認知重
新評估」策略的解釋力β = .13（B = .15），達統計顯著水準（t = 2.36, p =.02 < .05），顯示「特質正念」
與「認知重新評估」策略之間有顯著的正向關聯，支持本研究H2。同樣地，「特質正念」對「壓抑」
策略的解釋力 β = .09（B = .14），並未達統計顯著水準（t = 1.67, p =.10 > .05），顯示「特質正念」
與「壓抑」策略之間呈現不顯著的正向關聯，故本研究 H3：「特質正念」與「壓抑」策略有顯著的
負向關聯，不成立。

圖 2
特質正念、情緒調節策略與團隊成員交換之路徑圖

特質
正念

認知重新
評估策略

情緒調節

團隊成員
交換

壓抑策略
.09 (.14) -.05 (-.02)

.49 (.30)***

.17 (.13)***

圖2
特質正念、情緒調節策略與團隊成員交換之路徑圖

註：括弧外為標準化迴歸係數值（β），括弧內為未標準化迴歸係數值（B）。
* p < .05. *** p < .001.

.13 (.15)*

註：括弧外為標準化迴歸係數值（β），括弧內為未標準化迴歸係數值（B）。
* p < .05. *** p < .001.

討論與結論

（一）討論

近年來隨著正念研究的蓬勃發展，越來越多學者想瞭解正念對人際效益的影響。有鑑於此，本
研究透過網路問卷調查，以國內官兵為研究對象，探究「特質正念」與「團隊成員交換」之間的關係，
同時檢驗兩種情緒調節策略的中介效果，藉以增進正念對於促進團隊成員互動品質的理解。依照本
研究結果，提出以下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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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質正念與團隊成員交換有顯著的正向關聯

本研究發現「特質正念」與「團隊成員交換」有顯著的正向關聯。換言之，隨著官兵正念水平
增加，他們表示更願意支持與協助團隊其他成員，同時也越能感受到團隊其他成員的認可與回饋。
該研究結果與過去研究一致，亦即，正念的人傾向以積極的角度看待自己和其他團隊成員間的關係
（Hawkes & Neale, 2020），同時也較願意給予支持並維持互惠以及合作的關係（Hafenbrack et al., 
2020; Kay & Skarlicki, 2020; Masters-Waage et al., 2021）。此外，過去 Nonose等人（2014）指出個
人心理特質（如情緒智商、後設認知）與團隊合作關係和績效表現有關，本研究再次證實個人心理
特質（即「特質正念」）與高品質的團隊成員互動存在潛在關聯。
「特質正念」之所以有助於提升團隊成員支持性的互動，其原因可能是正念增進正向情緒經

驗與幸福感等情感資源，而這些正向的情緒資源提升了利他助人或與他人合作的意願（Berry et al., 
2020; Donald et al., 2019）。另一方面，過去研究顯示正念可個人緩解不愉快人際互動經驗（如不公
平待遇、性別歧視等）所造成的負面情緒、情緒耗竭，並降低非理性行為（Long & Christian, 2015; 
Thoroughgood et al., 2020）；即便面對難以避免的人際衝突，也能不加以迴避（Kay & Skarlicki, 
2020），以適應性的方式加以回應，在衝突過後也能客觀看待彼此的關係（Harvey et al., 2019; 
Karremans et al., 2020; Roberts et al., 2020）。總而言之，個人的特質正念對於維持與發展團隊成員
彼此間的支持性互動具有正面效益。

2. 「特質正念」與「認知重新評估」策略有正向關聯，與「壓抑」策略關聯不顯著

本研究結果發現「特質正念」與「認知重新評估」策略有正向的關聯，特質正念水平越高，
越傾向使用「認知重新評估」策略。該研究結果和過去多數研究結果一致（Cheung & Ng, 2020; 
Dubert et al., 2016; Hanley & Garland, 2014; Hawkes & Neale, 2020）。換言之，正念的開放性覺察、
注意以及去中心化運作機制，有助於拉開情緒事件與個人經驗的心理距離，讓新訊息或觀點得以進
入，並重新檢視和修正初級評估結果。
過去 Hayes等人（1996）以為正念強調的開放、接納且不加以迴避等特質，與抑制情緒的方式

不同，故而主張正念的人較願意表達自己的情緒，減少情緒壓抑。而且，相關實證研究也指出成人
「特質正念」與「壓抑」情緒策略之間存在負向關聯（Prakash, Whitmoyer, et al., 2015）；或是透過
正念介入的方式提升個人正念水平，亦能有效減少情緒「壓抑」策略的運用（Greeson et al., 2018; 
Reber et al., 2013）。然而，本研究發現「特質正念」與「壓抑」策略之間呈現不顯著的正向關聯（β 
= .09, p > .05）。換言之，本研究結果與上述研究結果並不一致，不過卻和 Dubert等人（2016）、
Chen與 Cheung（2021）的研究有部分雷同，亦即「特質正念」與「壓抑」策略間的正／負向關聯
並不顯著。究竟是什麼因素造成上述研究結果的差異，從本研究並無法得知，有待後續研究加以釐
清。

3. 「認知重新評估」策略與「團隊成員交換」有正向關聯，「壓抑」策略與「團隊成員交換」則關
係不顯著

本研究發現「認知重新評估」策略與「團隊成員交換」呈現正向關聯，而且此種適應性的情緒
調節策略對高品質的團隊成員交換關係有較高的解釋力（β = .49, p < .001），代表使用「認知重新
評估」策略的傾向越高，支持團隊成員的意願越高，也更常經驗到其他成員的認可與支持。這個部
分的研究結果與 Hawkes與 Neale（2020）的研究相同。
不過，本研究發現「壓抑」策略與「團隊成員交換」的負向關聯並不顯著。該結果就與 Hawkes

與 Neale（2020）的研究不同。過去學者以為長期「壓抑」容易產生人際疏離與孤寂感，也不易給
予社會支持（Butler et al., 2003; Gross, 2002; Gross & John, 2003），故本研究假設使用「壓抑」策略
會降低「團隊成員交換」的品質。然而，此一研究假設並未獲得支持，推測其原因可能與文化差異
有關。事實上，過去研究已發現「壓抑」策略的使用傾向可能受到文化因素的影響，如Wei等人
（2013）檢驗文化群體與文化價值觀對情緒壓抑和人際和諧之間的影響，結果發現華人的情緒壓抑
與人際和諧有正相關，亦即和西方人士相比，華人更傾向使用「壓抑」策略，以維持人際和諧。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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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際和諧的考量外，江文慈（2012）以為壓抑情緒表達的原因多元，也有為了克制衝動、保持冷
靜以免做出懊悔行為，或是避免尷尬等因素在其中，基本上都與「合禮」、「重和」、「有節」的
文化規範息息相關。而且良好的情緒自我控制（尤其是以和為貴或是顧全大局的壓抑或忍讓），常
被視為個人成熟的象徵與美德，備受推崇。由此可知，「壓抑」策略在華人社會運用的頻繁程度與
彈性是較高的。再者，黃光國（2009）認為在面對可能的人際衝突時，個體若以達成個人目標為優
先考量，則會以直接表達的方式獲得訴求，但若是顧及人際和諧，可能就會以妥協、陽奉陰違或忍
讓的方式呈現，這中間涉及不同程度的表達壓抑。言下之意，同樣是「壓抑」策略的使用不全然都
會引發負向的互動行為。故，研究者推測這有可能是造成「壓抑」策略與「團隊成員交換」之間負
向關聯不顯著的原因，但仍需更多研究做進一步探討。

4. 情緒調節策略中，僅「認知重新評估」具中介效果

本研究發現「認知重新評估」策略在「特質正念」與「團隊成員交換」之間扮演部分中介效果；
然而，「壓抑」策略在兩者間的中介效果不顯著。該研究結果和 Hawkes與 Neale（2020）的研究結
果僅前半部相同。在本研究中，正念水平越高者主要是透過使用「認知重新評估」的情緒調節策略，
增進他們與團隊成員之間的關係品質。過去多數研究結果證實情緒調節是影響正念促進心理健康、
降低心理困擾和情緒失調癥狀的重要機制（Curtiss et al., 2017; MacDonald & Baxter, 2017; Parmentier 
et al., 2019; Prakash, Hussain, et al., 2015）。本研究則進一步證實適應性的情緒調節（即「認知重新
評估」策略）同時也是正念用以促進工作情境下團隊成員發展支持性人際關係的機制之一。

（二）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結果發現特質正念水平較高的官兵更有可能與團隊成員建立更好的關係，其中部分原因
是他們採用適應性情緒調節策略（即「認知重新評估」）處理自己的人際情緒。本研究提供「特質
正念」對於增進團隊成員人際互動關係的實證支持（特別是互惠覺知部分），該結果可提供部隊或
其他相關組織團隊參考或運用。過去研究指出高品質的團隊關係有益於團隊成員的身心健康與表現
（Banks et al., 2014），因此特別重視發展團隊成員之間的支持關係。然，本研究結果指出培養個人
正念水平以及適應性情緒調節能力，亦能激勵團隊成員發展互惠、合作等支持性互動關係。
以下針對本研究在理論上的貢獻、實務運用以及研究限制和未來研究方向的建議進行說明。

1. 研究貢獻

（1）擴展正念在工作或任務情境下團隊人際關係的應用。過去正念在人際效益方面的研究多聚焦
在親密關係，對於職場關係的研究甚少（Eby et al., 2020）。本研究則從工作或任務情境探討特質正
念與團隊成員互動品質之間的關聯，結果顯示特質正念對良好關係品質的影響不僅出現在親密關係
的私領域裡，也會顯現在工作或任務情境下的團隊互動關係中，特別是在那些需要和同儕維持密切
互動的職場，諸如部隊環境。總之，本研究有助於理解正念人際效益的影響和應用。

（2）增進團隊成員交換之前導因素的瞭解。本研究結果有助於了解個人特質與團隊成員交換之間
的關聯。過去研究指出情緒智商、後設認知等個人心理特質是促進高品質團隊成員交換關係的前導
因素，本研究則進一步揭示個人特質正念以及適應性情緒調節能力（即「認知重新評估」）亦是提
升團隊成員交換關係的前導因素，並且再次證實個人特質對良好人際關係有重要的影響。

（3）突顯「情緒調節量表」運用可能存在的文化差異問題。本研究表 1相關分析結果發現「認知
重新評估」與「壓抑」等策略的使用傾向具有顯著的中度正相關（r = .48, p < .05），檢視過去國內
其他相關研究，也發現類似的結果（林宏南，2020；蘇琳等人，2015），代表對國人而言「認知重
新評估」與「壓抑」可能並非相反的情緒調節策略。不過這部分結果與當初Gross與 John（2003）「情
緒調節量表」的設計與研究結果不同，推測文化因素很有可能是造成此相關性差異的關鍵，不過未
來仍需更多研究加以驗證，並關注「情緒調節量表」運用的文化差異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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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務運用

依據本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兩點建議，供部隊或其他組織團隊參考與運用：

（1）提供正念訓練或相關活動，並鼓勵持續練習。部隊或是其他組織團隊可定期舉辦正念訓練與
相關活動，藉以提升團隊成員的正念水平，增進適應性情緒調節能力。然而，正念訓練的效果會因
為缺乏持續練習而減弱（Hülsheger, 2015），故建議團隊可以透過多種途徑，協助團隊成員將正念
練習或正念態度融入工作或生活中，比方在閒置空間中設計靜心或舒心角落；在日常活動中安排一
段自我覺察的時光；或是購置相關靜心冥想 APP（如 Calm或 Headspace等）提供個人自行利用零
碎時間練習等。

（2）合理分配工作量，以維持體驗正念的精力資源。事實上，除了先天特質以及後天練習外，個
人正念狀態也會受到工作條件的影響（Hülsheger et al., 2018）。尤其，良好的精力資源（energetic 
resources）更是影響個人能否經驗到正念的先決條件，因此，Hülsheger等人（2018）主張如果想要
提升成員的正念狀態，團隊管理者必須妥善分配或管理成員的工作量，避免超出負荷範圍，並且提
供充足的休息機會，讓他們可以從緊湊的工作任務中恢復。

總而言之，除了為團隊成員提供正念訓練與自我練習的機會，培養正念和適應性情緒調節能力
外，團隊的管理者也應提供適當的工作條件，讓個人有足夠的精力資源保持對當下的關注和覺察。

3.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在進行過程中，有幾點限制值得注意：其一，本研究採用自陳量表的方式測量「特質正
念」、情緒調節策略的使用傾向以及「團隊成員交換」關係的覺知，這個部分可能會因為填答者
對量表題項語意的理解不同，或是過度高估、美化自身行為，因而影響研究結果。例如 Grossman
（2008）認為運用自陳量表量測正念可能產生的問題有：（1）忽略填答者對於量表語意涵義的理
解差異，這些語意涵義的理解會受到正念練習經驗的有無或是練習程度不同的影響，致使研究者無
法確定填答者在題項上的反應是否具有意義；（2）自陳量表容易受到內在認知偏誤的干擾（如社
會期待或個人價值觀），致使難以肯定自陳量表上的得分是否為填答者真實的正念水平。有鑑於上
述的侷限性，Grossman建議未來可以採用其他方式量測正念，如採用實驗室任務設計、訪談等，或
輔以其他參照資料驗證自陳量表的測量結果。其二，本研究採用橫斷性的研究設計，所有的資料在
同一時間蒐集，僅能得知彼此間的關聯性，無法作因果關係推論，建議未來可以透過縱向研究確認
正念、情緒調節與團隊成員交換之間的關係。
最後本研究對於未來從事相關研究，提出以下三點建議：首先，探究其他可能造成影響的中介

變項與調節變項。本研究僅檢驗正念可能產生的一項心理運作機制（即情緒調節）對團隊成員交換
品質的影響，結果顯示「特質正念」與「認知重新評估」策略對「團隊成員交換」只有適度的影響。
有鑑於影響同儕關係的因素複雜，建議未來可以探討其他可能的中介變項。其次，個人特質僅是促
成團隊成員交換的前導因素之一，其他諸如組織或情境因素皆可能影響團隊成員交換的品質（Chen, 
2018），以此，未來研究也可將團隊類型、任務屬性以及組織公平性等變項因素納入討論，探究其
干擾效果。再者，有關正念與情緒調節策略運用的測量，仍有其他不同量表可茲運用，各量表側重
的構面仍有些許差異。尤其，近期若干研究發現不同正念構面和特定情緒調節策略間的關係似乎不
同（Iani et al., 2019; Zhang et al., 2019），故建議後續可使用不同特質正念量表進行本研究之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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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it Mindfulness and 
Team Member Exchange: Emotion Regulation as the 

Mediators

Ching-Yi Yang1

In the ancient military system of China, ten people cooked and ate together, named “huo ban”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21), which are now known as “coworkers” or “partners.” Whether in ancient times or today, harmonious and suppor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workers are crucial for the success of organizational actions.

Studies pointed out that high-quality team-member exchange (TMX)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individual and team 
performance, such as improving job satisfaction (Banks et al., 2014), mental health (Schermuly & Meyer, 2016),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Farmer et al., 2015), or reducing turnover rates (Rutishauser & Sender, 2019). Today, we know less about 
what causes TMX (Chen, 2018).

Influenced by positive psychological trends, scholars have begu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act of mental strengths 
on individuals. Trait mindfulness, which emphas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centration, non-judgmental acceptance, and 
decentralization, is regarded as a personal mental strength. Related studies indicated that trait mindfulness can promote 
friendships and intimate relationships (Eby et al., 2020). In the workplace, scholars also found that trait mindfulness of 
employees can regulate their workplace emotions, alleviate hostility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Liang et al., 2018), enhance 
more cooperative behavior (Kay & Skarlicki, 2020; Masters-Waage et al., 2021), and promote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s the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members of the team (Hawkes & Neale, 2020). Can trait mindfulness of individual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supportive interactions (i.e. TMX) with peers, and how do its internal operating mechanisms arouse our 
interest?

After reviewing relevant literature, we found that there are rare studies explored the antecedents of TMX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 individual’s mental strengths. On the other hand, with the paradigm shift of mindfulness research, more and 
more scholars tend to expose the potential interpersonal benefits of mindfulness. Howeve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e mindfulness and TMX in the workplace is still limited. Although Hawkes and Neale (2020) had already 
research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it mindfulness, emotional regulation, and TMX. However,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in a 
Western context. Will cultural differences have an impact on their research results? We are curious about this.

To fill the research gap and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personal benefits of mindfulness in the context of Eastern 
culture, we took officers and soldiers who rely more on teamwork as the research object,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trait mindfulness and TMX quality, and verifie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wo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We invited 336 active duty officers and soldiers who had served in the military for more than one year to participate in 
the study and to complete online questionnaires. All data were analyzed by SPSS 21 (IBM). 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 
equations were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dfulness and TMX, with control variables entered in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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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ollowed by mindfulness in Step 2, and reappraisal and suppression in Step 3. The SPSS macro PROCESS (model 4) was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the significance of mediating pathways between mindfulness and TMX via bootstrapping analyses 
(Hayes, 2018).

The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is result indicated that trait mindfulness is related to high-quality TMX. As the level of trait mindfulness increases, 

objects in this study express a greater willingness to support and assist other team memb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abler to feel the recognition and feedback from other team members. In the past, Nonose et al. (2014) pointed out that personal 
mental traits (such a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metacognition) are related to team collaboration relationships and performance. 
This study confirmed the poten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mental traits (i.e. “trait mindfulness”) and high-quality team member 
interactions again, and revealed that personal trait mindfulness has positive benefits for maintaining and developing supportive 
interaction among team members.

2.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rait mindfulness and cognitive reappraisal strategy, but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suppression strategy. 

We found that individuals with higher levels of trait mindfulness tend to use the cognitive reappraisal strategy. The 
result was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studies (Cheung & Ng, 2020; Dubert et al., 2016; Hanley & Garland, 2014; Hawkes & 
Neale, 2020). In contrast, we found an in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rait mindfulness and suppression strategy 
(β = .09, p > .05). This research result was in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ones. In the past, Hayes et al. (1996) pointed out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ndfulness emphasize openness, acceptance, and no avoidanc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way of 
suppressing emotions. Therefore, he advocated mindfulness one is more willing to express their emotions and decrease 
emotional suppression. Empirical studies have also pointed out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dult trait mindfulness and 
suppression emotion strategies (Prakash, Whitmoyer, et al., 2015). Alternatively, enhancing one’s level of mindfulness through 
mindfulness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use of emotional suppression strategies (Greeson et al., 2018; Reber et al., 
2013). We do not know what factors caused the differences in research results, and we believe that we can continue to explore 
the reasons behind them in the future.

3.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ognitive reappraisal strategy and TMX, b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ppression strategy and TMX was not significant.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the adaptive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y (i.e. cognitive reappraisal strategy) has a high 
explanatory power for TMX (β = .49, p < .001). It implied that the higher the tendency to use the cognitive reappraisal strategy, 
the higher the willingness to support team members, and the more often they experience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from other 
team members. However, we found the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uppression strategy and TMX was not significant. 
In the past, most scholars believed that people who have been depressed for a long time are prone to interpersonal alienation, 
and are not easy to provide social support (Butler et al., 2003; Gross, 2002; Gross & John, 2003). So we assumed that people 
who use the suppression strategy more often have lower TMX performance. But this hypothesis did not been supported. We 
speculated that the inconsistent research results may be due to cultural differences. Wei et al. (2013) indicated that compared 
to Westerners, Chinese people tend to use suppression strategies more often to maintain interpersonal harmony. It implied that 
in Chinese culture, suppression strategy may not always be related to negative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behavior. It can lead to 
different behavioral manifestations depending on the purpose or timing of the application.

4. The cognitive reappraisal strategy had a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trait mindfulness and TMX, while the suppression 
strategy did not.

In addition, we found that individuals with higher levels of trait mindfulness were more likely to establish better 
relationships with team members, partly because they tended to use adaptive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y (i.e. cognitive 
reappraisal strategy) more often to handle their interpersonal emotions. 

In summary, this study provided empirical support for trait mindfulness in enhancing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among team 
members, especially in the sense of reciprocity. Previous studies have pointed out that high-quality TMX has positive benefits 
in promoting personal health and work performance (Banks et al., 2014), thus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developing 
supportive interactions in team organization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 supposed that cultivating individuals’ 
trait mindfulness and adaptive emotion regulation ability may be one of the methods to help individuals develop suppor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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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s such as reciprocity and cooperation.
Finally, we suggested that organizations hold regular mindfulness activities for their members and encourage them to 

engage in self-practice. Furthermore, managers in organizations could also provide appropriate working conditions, such as 
a reasonable workload and sufficient rest time, allowing members to have enough energy resources to maintain attention and 
awareness of the present (Hülsheger et al., 2018).

Keywords:  trait mindfulness, emotion regulation, active-service soldiers, team-member exchange 
(T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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